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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康话有所了解的人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当地居民日常讲的方言是

白话，但其自称却是“客话”，这点与北海市其他同样以白话为母语的居民的情

况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客话”一称中的“客”具体所指是

什么，“客”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便很值得研究。

“客”自然是与“土”相对的。“土”则很好理解，指的应该就是今日北海

市管辖范围内讲廉州话的居民。这点已为方言学界的调查成果所证实，陈晓锦在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一书中就谈到：“廉州话的语言面貌相对于白话

而言，要更为古老。”

可“客”却很容易引发歧义，对南康话情况并不了解的人们在乍一看到这一

名称时，极容易联想到客家人。这是因为在近代以来的华南地区历史中，“土客

冲突”一直是一个大事件。这虽不绝对，但绝大多数外来移民都是客家人，这是

毋庸置疑的。不过，本地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北海市的客家人对于自己方言

的自称并非“客话”，而是“f 话”。这一称呼的得名缘由是，客家话中的第一人

称复数代词为“f”[ai45]。这就说明，“客话”一称中的“客”当另有所指。

对本地旧志有所涉猎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客”所指的是《廉州府志》记载

中的“客户”，而“客户”指的应该是广府商人。事实上，不少地方文史工作人

员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一观点被写入《合浦县志》及《北海市铁山港区志》中。

不过，这两部志书中均未说明关于“客户”的记载出自哪个版本的《廉州府志》。

经本人查询，这段关于“客户”的记载出自清道光版《廉州府志》“俗有四民：

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

然而，这段记载并非一手史料，原文中便声称其摘录自《大清一统志》，而

范翔宇在《廉州“俗有四民”及文化现象探究》一文中认为，这段记载最早见于

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本人在使用“爱如生中国古籍基本库”检索后发现，

现存史书中最早出现“俗有四民”记载的是明英宗天顺年间官修的《大明一统志》，

其成书时间为 1461 年，比《广志绎》早 136 年。



但这可能仍非最早的出处，因为《大明一统志》中称其摘录自宋人的《合浦

郡志》，同样收录“俗有四民”记载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大清一统志》则

分别称其摘录自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廉州图经》。《太平寰宇记》至今仍有

流传，经查询，内中并无这段记载。而《合浦郡志》及《廉州图经》今已散佚，

无法得知其具体内容。

因此，这段记载所言并非清代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其记载的应该是宋元时

期的情形。所以，客户所指的定非广府商人，而“客话”中的“客”也非古代记

载中的“客户”。不过，虽然于论据上不甚准确，但“客话”中的“客”却很有

可能指的就是广府商人。因为陈晓锦的调查结果表明，现时的南康话相较廉州话

而言，在语音特征上与广州话的相似度更高。而林亦在《广西的粤方言》一文中

认为，如今广西沿江沿海地区与广州话较为相近的粤方言，多是“粤商入桂”的

产物。

那么，广府商人是何时进入今日的北海地区的呢？史籍中并无明言。不过，

清乾隆版《廉州府志》中就提到了清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府商人在廉州府地区活动

的管理情况。可见，广府商人最晚在清雍正时期就已进入廉州。那么，南康一带

的情况应该与之相差不大。而又根据北海市的行政沿革可知，清咸丰六年（1856

年）后，负责采珠事务的珠场巡检司便由南康移驻北海，北海的地位日显。这也

就意味着，南康的地位下降，而来此的商人必定随之减少。由此可见，广府商人

进入南康的时间当是在清代前中期，今日南康话的前身即由他们所带来。

最后一个仍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为何进入南康的广府商人选择称自己的方言

为“客话”，而不是广府话、白话或广东话？因为从“客话”一词的含义来看，

它更像是一个他称，因此当我们发现其是作为一个自称而存在时，不免会有些费

解，尤其是将其与北海市区居民的自称情况进行对比时。

囿于史料的匮乏，本人只能试做一个推测：“客话”一词很可能一开始只是

一个他称，为当地居民对广府商人所说方言的称呼。而在南康的广府商人相对较

少，其处于弱势地位，便默认了这一称呼。后又出于人际交往中的交互主观性需

要，广府商人在自称中逐渐采用了这一说法，这点随着代际传递而被进一步强化。



至于北海市区的情况，则可能是因为广府商人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地位，所以他

们在自称中继续沿用两广地区更为常见的白话一称。当然，历史的真实是否如此，

还有待后续研究的验证。


